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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紧文化: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 

卢  俊  陈  浩  乐国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350) 

摘  要  松−紧文化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 它发轫于人类学的文化田野考察, 致力于刻画不同文化

间社会规范强度和对偏差行为宽容程度的结构性特征。松−紧文化有其较为明确的概念定义和成因, 以及在国

家、区域和个体层次上的测量方法。松−紧文化已广泛运用于自我、人格、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判断与决策、

创新、脑认知神经和基因、恐怖主义与社会和谐等心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主题之中。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甄别

细分社会规范中的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 并综合吸收其它研究视角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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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离不开社会规范。它约束着我们的心理

和行为, 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规范

不仅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 更是人类社会漫长历

史进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公元前 400 多年的古罗

马时代,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在他的游记《历史》(The Histories)中, 就已谈及

了西方诸国的社会规范和它们彼此间的差异(希

罗多德, 420 B.C./1959, p125, p147, p200, p211)。

斗转星移, 岁月并没有磨灭哲人和智者们对这一

领域的好奇与探索。有这样一种文化维度, 以社

会规范的“松−紧”程度 , 来刻画世界各地文化面

对偏差行为时社会规范的强度与惩罚度, 这就是

“松−紧文化” (tight-loose culture, or cultural tightness 

and looseness) (Chan, Gelfand, Triandis, & Tzeng, 

1996; 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 Gelfand et al., 

2011; Triandis, 1989)。 

较早涉及松−紧文化的描述 , 散见于文化人

类学家 Benedict (1934)、Mead (1937)等人的田野

考察文本之中。Embree (1950)研究泰国文化时 , 

发现泰国与日本之间, 存在鲜明的文化松紧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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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他认为泰国为松文化, 日本为紧文化。此后, 

又有多位人类学者的研究涉及了松−紧文化。譬如, 

Ryan 和 Straus (1954)对僧伽罗人(Singhalese), Oliver 

(1965)对坎巴人(Kamba)的研究。但国际学术界较

共识性地认为 , 系统的松−紧文化研究肇启于

Pelto (1968)发现很多传统社群, 例如爱斯基摩人

(Eskimo)、库贝欧人(Cubeo)、哈特人(Hutterites)、

桑布鲁人(Samburu), 在社群文化松紧性上彼此之

间呈现出的差异。他奠定的研究体系基础得到了

后续研究者持续的关注与发展。社会学家 Boldt

及其合作者也以哈特社群文化为考察对象, 对松

−紧文化进行了理论思辨 , 试图将其与社会结构

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做一个联结 (Boldt, 1978; 

Boldt & Roberts, 1979)。跨文化心理学巨擘 Triandis 

(1989, 2004, 2011, 2013) 和他的学 生 Gelfand 

(Gelfand et al.,2006; Gelfand, 2012; Gelfand & 

Harrington, 2015; Gelfand et al., 2011)是松−紧文

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他们将这一概念维度推向了

全新的学术高度。 

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规范所反映出的松紧性差

异, 从一个新视角增进了我们对人类心理与行为

差异的理解和预测(Chan et al., 1996; Gelfand et al., 

2006; Gelfand et al., 2011; Gelfand & Harrington, 

2015; Norenzayan, 2011), 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

瞩目(Chiu, Gelfand, Yamagishi, Shteynberg, & Wan, 

2010; Fischer, 2013; Minkov & Hofste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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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Hong, Chiu, & Liu, 2015; Mrazek, Chiao, 

Blizinsky, Lun, & Gelfand, 2013; Ng, Morris, & 

Oishi, 2013;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 

Schwartz, 2014)。 

1  松−紧文化的概念、澄别与成因 

1.1  松−紧文化的概念 

松−紧文化中的“紧”指规范强 , 对偏差行为

包容度低(惩罚强); 而“松”是指规范弱, 对偏差行

为包容度高(惩罚弱) (Gelfand et al., 2011)。松−紧

文化包括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规范的强度, 或

者说规范的清晰度与普遍性 ; 第二是惩罚程度 , 

或者说是对偏离规范行为的宽容度(Gelfand et al., 

2006)。因此, 松−紧文化指的是反映对偏差行为的

惩罚度与强度的社会规范文化。 

上述为松−紧文化的理论性定义 , 目前公认

的操作性定义主要是：通过随机抽样, 以国家内

部一定数量的个体主观感受到的人们的行为活动

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程度, 作为该国文化松紧程度

的指标。具体通过“松−紧量表”来施测, 总共有 6

个项目(Gelfand et al., 2011)。此外, 还有研究者利

用已有价值观调查的二手数据, 以价值观离散程

度作为松−紧文化的操作性定义(Uz, 2015)。最后, 

松−紧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不仅国家间存在松−紧文

化差异, 而且国家内部也存在松−紧文化差异, 又

提出了国家内部州省层面的松−紧文化操作定义：

分别以教育规范方面的惩罚程度、死刑率、同性

婚姻比率、信仰自由程度等可量化指标来反映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总之, 就理论概念

而言, 松−紧文化有比较统一的定义, 但在具体操

作过程中, 因为研究者所测量层面的不同, 以及

便于操作的数据来源不同 , 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 

但并没有背离松−紧文化在社会规范范畴内的理

论性定义(上述不同操作定义的更细致阐述, 在本

文的“松−紧文化的测量”有详细介绍)。 

从测量角度上看, 松−紧文化是一维两极的概

念, 一维指松−紧文化维度, 两极指松端与紧端。

默认测量分值越高 , 文化越紧; 分数越低 , 文化

越松。例如, 巴基斯坦就明显比巴西的分数要高

很多, 这意味着巴基斯坦比巴西文化要紧得多。

如无特别说明 , 相关系数为正代表与松−紧文化

的紧端(紧文化)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负代表与松−

紧文化的紧端(紧文化)负相关。例如, 松−紧文化

分数与个体主义相关系数为−0.47, 意味着个体主

义与紧文化存在负相关。 

松−紧文化概念体系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

Embree (1950)研究泰国文化时, 虽然提出了松−

紧(close-loosely)的称谓 , 但只是人类学白描 , 并

未赋予其理论内涵。Ryan 和 Straus (1954)进一步

对松文化提出了他们的见解：(1)社会规范可以灵

活表达; (2)偏差行为容易被宽容; (3)群体价值观、

礼节仪式、责任性、团结性不发达。他们明确提

出了“社会规范”和“对偏差行为的宽容与否”等松

−紧文化核心要义, 但只强调了松的一面, 并没有

构成一个完整的“松−紧文化”概念 , 更缺少操作

性定义。在后续研究中, 人类学家 Pelto (1968)确

定了松−紧文化从松到紧的 12 条标准, 形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一维两极概念, 使其可以在不同文化

社群研究中施测 , 为松−紧文化的概念科学化迈

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Pelto

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规范是松−紧文化概念的核

心, 而是从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特征的松紧性来

定义松−紧文化 , 这与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界普遍

公认的松−紧文化概念核心尚存在一定区别。

Triandis (1989)在分析文化对自我的影响时, 已将

松−紧文化维度看作是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并列

的一种文化维度概念。Gelfand 等(2011)通过大规

模跨文化社会规范的松紧性感知的心理测量, 则

进一步凝炼并确立了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界公认的

“松−紧文化”核心要素：社会规范强度和对偏差行

为的宽容度。 

1.2  与其它重要文化维度间的澄别 

作为一种新的跨文化心理学维度 , 松−紧文

化与其它主要的跨文化心理学维度之间又有怎样

的关系？在此, 笔者分两部分阐述。首先, 出于个

体 −集体主义 ( 个体对对内群体的依存程度 ; 

Triandis, 1989)跨文化维度的公认影响力, 重点比

较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然后, 系列展示松−紧

文化维度与其它重要跨文化维度间的统计关系。 

一方面, 个体−集体主义与松−紧文化存在关联。

传统社群研究显示, 松−紧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

存在明显关系(Carpenter, 2000)。一般而言, 文化

越紧, 集体主义越强。基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亦表

明 , 松−紧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存在显著相关

(Gelfand, 2012; Gelfand et al., 2011), 文化越松, 

个体主义越盛。另一方面, 两者又存在区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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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在主题关照上, 松−紧文化围绕社会规范为研

究中心 , 而个体−集体主义以价值观为研究中心

(Gelfand et al., 2006; Gelfand et al., 2011)。松−紧

文化明确提出对社会规范的关注, 是对既往跨文

化心理学过于关注价值观的弥补。其次, 在概念

内涵上 , 个体−集体主义是关于个体依附于其所

在内群体的强弱程度(Trandis, 1989), 而松−紧文

化是关于规范的强度及执行力度强弱 (Gelfand  

et al., 2006; Mrazek et al., 2013)。对此, Triandis 

(1989)曾引用 1987 年 5 月《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上的一个具体案例予以说明, 集体主义并不等于

紧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 一个学生行为

一直比较独特、怪异, 一直到他杀害了一个同伴

后才发现他有严重心理疾病, 但在犯事之前中国

的集体主义文化包容了他这个独特、怪异的“个体

主义者”。复次, 在行为预测上, 对行为本身的限

制性是文化松−紧性的要义之一。从松−紧文化维

度出发, 社会行为可直接在行为层面上予以预测; 

而个体−集体主义对人类行为的预测 , 则需要间

接通过人们价值观的选择来进行, 其行为结果还

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很大影响(Gelfand et al., 2011)。

而且, 在跨文化心理测量实践中存在集体主义和

紧文化并存国家(日本、新加坡)、集体主义和松文

化并存国家(巴西)、个体主义和松文化并存国家

(美国、新西兰)、个体主义和紧文化并存国家(德

国、澳大利亚) (Gelfand, 2012)。以上表明, 松−紧

文化维度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是既存在关联又

彼此独立的两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 

松−紧文化与权力距离维度也存在一定关系。

强调秩序是紧文化的要义, 同时也是高权力距离

文化的特征之一(Gelfand et al., 2011)。因此, 一般

情况下, 紧文化和高权力距离存在关联, 但并不

是所有的紧文化群体的权力距离都大, 以色列的

基布兹社群(Kibbutzim)虽然是典型的紧文化, 却

比较讲究平等(Pelto, 1968)。松−紧文化与不确定

性规避也存在关系, 因为不确定性规避具有认知

闭合需求的某些特征, 紧文化也具有类似特征。

相对于松文化中的个体, 生活在紧文化中的个体

更需要结构性(Gelfand, 2012); 文化越紧, 不确定

性规避越强(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但也有与之相左的研究结论：文化

越紧 , 不确定性规避越弱(Hofstede, 2001); 文化

越紧, 不确定性规避极其微弱(Minkov & Hofstede, 

2014)。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结果, 可能与各

自采用的不同样本有关。松−紧文化与男子气−女子

气、长期导向维度相关不显著(Gelfand et al., 2011)。 

Gelfand 等人(2011)曾对松−紧文化维度和四

大类(文化价值观、社会公理、指导资源、国家财

富与增长竞争力)共 36 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进行

过实证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松−紧文化和这些文化

维度之间, 绝大多数存在着中低程度或不显著的

相关关系 , 这表明松−紧文化维度与它们既普遍

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同时又具有很强独特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 松−紧文化与个体主义存在

较高程度的负相关, 与家庭集体主义、多劳多得、

精神性、“我们国家拥有普遍信念”存在较高程度

的正相关。从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紧文化国家比

较强调精神上的一致性。表 1 是松−紧文化与其它

文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 

1.3  松−紧文化的社会生态成因 

无论基于传统社群还是基于现代社会的研究, 

均证明了世界各地文化间存在松紧性差异(Gelfand, 

2012)。那么, 是怎样的原因在塑造这种文化松紧性？ 

Embree (1950)通过对泰国和日本的文化人类

学考察, 曾推测泰国文化之所以比日本要松, 主

要因为泰国处于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交界位置, 需

要更包容的态度和更宽容的政策, 所以呈现出松

文化特征。这虽是一种基于人类学考察的推测 , 

却开启了对于松−紧文化成因的探索之路。其后, 

Pelto (1968)系统提出了松−紧文化成因的三个方

面：(1) 血缘体系：史前社会中, 单系血缘关系(父

系或母系)社群一般趋于紧文化, 而双系血缘关系

(父系和母系, 父系与母系具有同等权重)社群一

般趋于松文化; (2) 相对于依赖采集和狩猎生产

方式的社群, 依靠种植生产方式的社群文化更紧; 

(3) 人口密度是松−紧文化的第三个成因, 人口越

密, 文化越紧。后续研究者继承了 Pelto 提出的三

种成因因素, 并补充了文化同质性和与外界隔离

性是松−紧文化的另外两种成因 (Chan e t  a l . , 

1996)。文化同质、与外界隔离和紧文化存在关联; 

文化异质、与外界沟通和松文化存在关联。不过

上述松−紧文化成因判断 , 都基于有限的样本考

察和理论思索。Gelfand 等(2011)通过对 33 个国家

的松−紧文化测量以及与相应的历史、社会生态特

征相关分析, 发现松−紧文化与病菌传播、领土争

执、资源匮乏、自然灾害、历史冲突和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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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松−紧文化和其它文化维度间的相关系数表(转引自 Gelfand et al., 2011) 

文化维度 
文化维 

度来源 
N

相关 

系数 

p 值(双 

尾检验) 
效应量

(η2) 

文化价值观(Culture Values)     

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Hofstede (2001) 30 −0.47 0.01** 0.22

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 Hofstede (2001) 30 0.42 0.02* 0.18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 Hofstede (2001) 30 −0.27 0.16 0.07

男子气(Masculinityindex) Hofstede (2001) 30 −0.08 0.68 0.01

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index) Hofstede (2001) 14 −0.05 0.87 0.00

和谐性(Harmony) Schwartz (1994) 22 −0.26 0.24 0.07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Schwartz (1994) 22 0.43 0.04* 0.18

阶层性(Hierarchy) Schwartz (1994) 22 0.47 0.03* 0.22

掌控(Mastery) Schwartz (1994) 22 0.18 0.42 0.03

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 Schwartz (1994) 22 −0.23 0.30 0.05

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 Schwartz (1994) 22 −0.28 0.20 0.08

平等承诺(Egalitarian commitment) Schwartz (1994) 22 −0.41 0.06† 0.17

家庭集体主义(Family collectiv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49 0.01** 0.24

制度集体主义(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43 0.03* 0.18

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35 0.08† 0.12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House et al. (2004) 26 0.32 0.11 0.10

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35 0.08† 0.12

决断力(Assertiveness) House et al. (2004) 26 −0.29 0.15 0.08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House et al. (2004) 26 0.32 0.12 0.10

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47 0.02* 0.22

人文导向(Human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30 0.13 0.09

忠诚 vs.功利卷入(Loyalty vs. utilitarian involvement) Smith et al. (1996) 26 0.45 0.02* 0.20

社会公理(social axioms)     

命运控制(Fate control) Leung& Bond (2004) 25 0.44 0.03* 0.19

精神性(Spirituality) Leung& Bond (2004) 25 0.52 0.01** 0.27

多劳多得(Reward for application) Leung& Bond (2004) 25 0.60 0.01** 0.36

犬儒主义(Cynicism) Leung& Bond (2004) 25 0.14 0.49 0.02

灵活性(Flexibility) Leung& Bond (2004) 25 −0.20 0.33 0.04

指导资源(Sources of Guidance)     

垂直资源(Vertical sources) Smith et al. (2002) 29 0.40 0.03* 0.16

我们国家拥有普遍信念 
(Beliefs that are widespread in my nation) 

Smith et al. (2002) 29 0.54 0.01** 0.29

不成文规定(Unwritten rules) Smith et al. (2002) 29 0.18 0.35 0.03

专家(Specialists) Smith et al. (2002) 29 −0.18 0.35 0.03

国家财富与发展竞争力 
(National Wealth and Growth Competitiveness)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tita) Kurians World Ranking (2001) 33 0.05 0.79 0.00

全球发展竞争力(Global growth competitivenes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2-2003) 30 −0.08 0.68 0.00

注：†p ≤ 0.10, *p ≤ 0.05, ** p ≤ 0.01; N 表示与 Gelfand et al. (2011)所测 33 个国家中重合国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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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松−紧文化系统模型(转引自 Gelfand et al., 2011) 

 
等存在很高相关, 且它们与当下日常情境结构、

个人心理适应性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松散结

构, 见图 1。 

虽然 Gelfand等(2011)在实证层面开始尝试揭

示松−紧文化与其它社会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 , 

及其中可能的因果关系 , 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松−

紧文化如何从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被孕育出来的

过程机制。Mrazek 等 (2013)对社会生态、基因、

松−紧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因果链条分析, 发

现生态威胁易感性以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为

中介预测文化松紧性。生态威胁越大, 具有短臂

基因的人分布几率越高, 从而使文化趋紧; 生态

威胁越小, 具有短臂基因的人分布几率越低, 从

而使文化趋松; 其中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扮

演着中介的角色。为了进一步确定社会威胁与文

化松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 松−紧文化研究者使

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 采用进化博弈游戏研究

范式, 证明社会威胁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规范一致

性要求和对偏差行为的惩罚(Roos, Gelfand, Nau, 

& Lun, 2015), 即社会威胁造就紧文化。 

松−紧文化的研究者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究 , 

从小样本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经验到大规模的跨国

人群心理测量, 从理论推测到实证检验, 从历史、

生态、社会、基因等方面一步步揭示松−紧文化的

成因。 

2  松−紧文化的测量 

作为一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 , 松−紧文化的

实证研究最先开展的是宏观国际水平的测量研究, 

然后拓展至国内州际区域水平和微观个体水平的

测量研究。依此, 笔者按照先宏观后微观的次序, 

分国家、区域、个体三方面述评相关内容。 

2.1  国家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1) 以平均数为指标的松 −紧文化测量。

Gelfand 等(2011)采用主体间性视角(主体间性测

量的并非是被试个体内感受, 而是被试对周围人

或环境的感知; Chiu et al.,2010)开发了《松−紧量

表：社会规范强度与偏差宽容度》 (Tightness- 

looseness Scal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and Tolerance 

of Deviance; 后文简称“松−紧量表”)。该量表包括

6 个项目：1)在这个国家, 有很多需要人们遵循的

社会规范; 2)在这个国家, 大部分情境下对人们如

何行事有明确的期望; 3)在这个国家, 人们一致同

意大部分情境下怎样的行为是合适或不合适的; 4)

在这个国家, 人们在大部分情境下可以自由地决

定他们如何行动(反向计分); 5)在这个国家, 如果

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适宜, 其他人会强烈地反对; 

6)在这个国家, 人们几乎总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该

量表项目的评级从“强烈反对”到“强烈赞成”, 采

用 6 点 Likert 计分, 根据每个国家被试整体平均

数确定该国的文化松紧程度。Gelfand 等(2011)使

用该量表对 33 个国家的 6823 名被试进行过测量, 

发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是依次处于最紧

端的 3 个国家, 乌克兰、匈牙利、爱沙利亚是依

次处于最松端的 3 个国家。 

(2)以标准差为指标的松−紧文化测量。松−紧

文化的绝大部分测量主要以均值为指标。Uz(2015)

独辟蹊径, 采用标准差来反映松紧文化程度。Uz

合并了欧洲价值观研究(Eroupean Values Study, EVS)

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数

据, 合成为新的 EWVS 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 68

个国家 (伊朗和以色列因为数据不足被排除 )的

101,172 个个案, 由三类指数构成：1)特定领域指

数(domain-specific index), 具体指道德行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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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的项目, 包含所有 68 个国家的数据信息; 2)

普通领域指数(domain-general index)由 124 个项

目组成, 包含 64 个国家的数据信息; 3)联合领域

指数 (combination index)由研究者根据经验对

EWVS 中的项目分组, 经过因子分析, 抽取工作、

家庭、宗教三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 54.4%), 

然后依据每个国家答题者对这三个方面重要性的

评估进行加权, 来反映国家层面对偏差行为的规

范强度和宽容度。Uz (2015)得出的松紧文化上的

国家差异, 与 Gelfand 等(2011)的研究存在一定区

别, 个别国家(印度)甚至相反。Gelfand 等(2011)

的松−紧文化分数和 Uz 研究中的联合领域松−紧

文化指数相关不显著, 与 Uz(2015)研究中的具体

领域和普通领域指数相关显著。Uz 所采用的方法

符合松−紧文化对偏差的定义 , 可以从其它价值

观、信念等调查数据的离散分布程度来度量国家

文化松紧性 , 并非一定要开展专门针对松−紧文

化的跨国跨文化调查 , 大幅扩展了松−紧文化测

量的数据来源。由此可以把 Uz(2015)的测量方法

看成是对 Gelfand 等(2011)《松−紧量表》测量方

法的一个有力补充。 

2.2  区域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1)传统社群的松−紧文化测量。松−紧文化区

域层面的测量 , 最早可追溯至人类学家 Pelto 

(1968)对北美的哈特人、东非的桑布鲁人、伊朗的

布涩瑞人(Busseri)、芬兰的斯克特·拉普斯人(Skolt 

Lapps)等 23 个传统社群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他依

照格特曼(Guttman)量表形式, 开发了《松−紧 12

项目量表》(12 point tight-loose scale), 首次尝试建

立松−紧文化测量工具 , 意图结束既往人类学家

在“松−紧”标准上的模糊和争议。该量表包括从松

到紧的 12 个梯度：1)能认识到政治管控的存在; 2)

根据法规使用暴力; 3)社群内的政治权力是有差

异的; 4)对经济产品进行征收, 包括货币形式, 譬

如税收; 5)神父和宗教实体的存在; 6)对劳动力的

征用; 7)神职或宗教团体的世袭; 8)疾病的治疗为

大社群、分社群领导者或神职人员所掌控; 9)产权

和生产物品使用以团体为主; 10)共有储存物品 ; 

11)对精神文化的团体控制; 12)神权政体。Pelto 

(1968)利用该量表测量了不同社群的文化松紧性, 

发现原来不少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松文化的社群 , 

其实只是处于文化松紧性的中间位置。其后, 他

与合作者进一步把这种松−紧文化标准扩展到对

63 个传统社群的考察中(Hutter & Pelto, 1972)。

Pelto 使用的测量方法并不复杂, 但为统一测量不

同社群的文化松紧性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正如

Pelto (1968)本人所言, “能够应用于所有不同地区

的跨文化研究”。 

(2)现代州省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跨文化

研究中国家间文化比较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忽略

了国家内(within-nation)存在文化差异的现实。松−

紧文化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美国国内的 50 个州, 尝

试研究国家内部州际层面上的松−紧文化差异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测量分为四个方面, 

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客观度量, 由美国各类数据库

既有指标数据构成, 包括 4 个方面 9 个项目。第

一个方面为惩罚强度, 包括 4 个项目：1)学校体罚

合法性; 2)学生在校被惩罚比例; 3) 1976 年~2011

年间的死刑率; 4)违反法律的惩罚严厉度(比如售

卖、使用或持有大麻)。第二个方面为宽容度, 包

括两个项目：1) (获得)酒精饮品便利性(比如每个

州主张禁酒的县比率); 2)同性婚姻合法性。第三

个方面为针对维护道德秩序和约束行为的社会信

仰测量, 包括 2 个项目：1)州层面的宗教性氛围; 2)

个体声称无宗教信仰的比例。最后一个方面是每

个州的外国人比例, 用于反映州层面的国际多元

化和混合文化氛围, 体现松文化的特征。测量结

果反映出美国州层面上存在极其显著的松−紧文

化区域差异。文化最紧的三个州依次是密西西比

州、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 文化最松的三个州

依次是加利福利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 

2.3  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虽然松−紧文化属于文化间比较维度 , 但并

不意味着它不可以应用于个体层面测量, 毕竟最

初 Gelfand 等(2011)就是基于对 33 个国家的 6823

名被试个体作答结果 , 合成了国家层面松−紧文

化得分。而在同一种文化下, 不同个体所感受到

的文化松紧性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松−紧文

化量表在个体层面上施测,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

类是完全没有改动《松−紧量表》, 另一类则根据

实际试测情况对《松−紧量表》中的某些项目有所

改动。 

(1)对原量表项目没有改动的测量。Merriweather 

(2014)完全使用《松−紧量表》, 按照 Gelfand 等

(2011)的测量方法 , 以田纳西州某大学选修教育

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为被试, 通过他们对高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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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生活的回忆, 测试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水平。

松−紧文化的测量还被应用于脑认知神经科学研

究中, Han, Glover 和 Jeong (2014)为了测试文化差

异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 是否存在相关脑

区激活水平的差异, 选取韩国和美国被试进行了

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2)对原量表项目有改动的测量。由于不同文

化背景等原因, 原《松−紧量表》的部分项目可能

需要做出一定改变。Li, Fock 和 Mattila (2012)从

香港大学招募了 95 名大学生, 采用《松−紧量表》

用于测试被试间的松−紧文化水平差异。他们以个

体层面的松−紧文化差异为自变量 , 研究被试在

服务过程中被冒犯后, 接受物质道歉和礼节道歉

上的差异。具体测量过程为：在施用这个量表前

研究确保了被试对英文原量表没有阅读上的困难, 

原量表中有一个项目被剔除 (与整体相关较低 ), 

从强烈赞成到强烈反对 6 点计分, 剩下 5 个项目。

虽然信度不太高(0.61), 但研究者认为, 鉴于前人

的科研经验以及文化的丰富性, 可以接受。个体

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还被应用于人格特质研究

领域。Church 等(2013)为了研究松−紧文化、自我

决定理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松−紧量表》

的基础上又添加了 9 个新项目, 平衡了正向与反

向提问。新量表在 8 个国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现良好(0.55 ≤ α ≤ 0.82)。 

松−紧文化维度测量是从事有关松−紧文化实

证研究的必要环节。不仅跨文化心理学, 社会心

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 已开

始吸收松−紧文化作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变

量。其中部分研究因实际情况对原《松−紧量表》

的改进, 可以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同时, 各个层面上的测量, 为我们探究涉及松−紧

文化的心理变量提供了一个多水平操作框架, 有

助于松−紧文化在心理学各具体领域的深入拓展。 

3  松−紧文化与心理学具体研究领域 

与紧(松)文化相对应的日常强(弱)情境约束,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而长期地规制着人们的行为 , 

人们的各种心理由此因应养成, 形成了不同且相

对稳定的特性或模式(Gelfand et al., 2011)。 

3.1  松−紧文化与自我 

自我概念受不同文化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特征, 

譬如, 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更倾向于形成互依自

我, 而在个体主义文化影响下更倾向于形成独立

自我(Triandis, 1989; Markus & Kitayama, 1991)。

就松−紧文化而言, 文化越松, 个体可选择的榜样

越多, 当存在多种榜样时, 为了避免价值观、角色

的冲突, 个体则会同时拒绝多种榜样, 而发展适

合个人的自我概念。换句话说, 文化越松, 个体倾

向于选择私下自我(private self); 文化越紧, 可供

选择榜样越少, 个体则倾向以公共的、集体的自

我为榜样(Triandis, 1989)。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有合

理之处, 但缺乏实证检验。Carpenter (2000)通过

利用民族志资料档案库“人类关系区域档案”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中的资料, 实证证明了

自我概念与松−紧文化相关(接近显著水平), 互依

自我概念易产生于紧文化结构中。Gelfand 等(2011)

也认为, 因为紧文化对行为严格限制, 会削弱因

角色变化造成的对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影响。但有

研究从人格特质论角度出发, 以自我报告方式测

查了 8 个国家(日本、中国、美国、委内瑞拉、澳

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被试的自我

概念在不同社会角色间的一致性, 以及 3 种文化

维度(辩证主义、独立−互依自我、松−紧文化)与

自我一致性的关系。研究者发现自我概念大体上

没有显著变化, 也不受上述 3 种文化维度影响(日

本除外, 受辩证主义影响), 自我一致性主要受人

格特质影响(Church et al., 2012)。在后续研究中, 

Katigbak 等(2013)采用跨观察者协商一致法 , 测

量了 4 个国家的被试的自我概念在不同社会角色

中的一致性, 同时还测量了各被试在辩证主义、

个体−集体主义、松−紧文化维度上的得分, 发现

自我概念一致性美国最高, 墨西哥、委内瑞拉居

中, 中国最低, 但以上 3 种文化维度都不能对此

予以有效解释。也就是说, 后续两个研究认为, 无

论自我概念是否一致 , 松−紧文化都没有对其产

生影响(Church et al., 2012; Katigbak et al., 2013)。 

上述研究中 , 松−紧文化对自我概念一致性

影响的不一致结果 , 并未妨碍松−紧文化研究者

在自我主题上的深入拓展。松−紧文化研究者发现

松−紧文化与自我指导、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存在

紧密联系。相对于松文化, 紧文化中的个体在自

我指导上, 更能习惯性地接受道德上的必须(normative 

“ought” self-guides); 对他人的斥责建立在概化他

人的基础之上 , 表现出防御型调节定向(Higgins, 

1998)。相对于松文化, 紧文化下个体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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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 , 这样有助于个体避免出现不合适行为

(Baumeister & Heatherton, 1996; Gelfand, 2012)。

相对于松文化, 紧文化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监

控能力 , 体现出对长期情境性限制的适应力

(Gelfand, 2012)。因此, 自我指导、自我管理以及

自我监控呈现出了松−紧文化维度下的显著差异。

松−紧文化研究者对自我欺骗也进行了理论探索, 

Triandis (2011)认为, 松−紧文化是产生自我欺骗

的文化影响因素之一(其余两种文化因素为文化的

简单−复杂性、垂直−水平集体主义), 文化越紧越容

易产生自我欺骗。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减少自我欺

骗, 必须揭示出“虚假”信念所掩盖的“真实”信念。 

3.2  松−紧文化与人格 

Harrington 和 Gelfand (2014)对美国 50 个州的

松−紧文化和大五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 

在州水平上松−紧文化和部分大五人格特质存在

紧密联系。相对于松文化的州, 紧文化的州具有

较高的尽责性、宜人性和较低的开放性, 但外倾

性和神经质上没有明显差异。 

宜人性能否预测工作满意度, 在以西方被试

为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不同结果。有研究者针对

紧文化、集体主义的国家(新加坡)被试测查发现, 

宜 人 性 特 质 非 常 显 著 地 预 测 了 工 作 满 意 度

(Templer, 2012)。但该研究存在没有区别开松−紧

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的局限。后续研究区分

了松−紧维度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Peltokorpi

和 Froese (2014)借助《多元文化人格问卷》

(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测量了旅

居日本、巴西的 191 名被试的四种旅居人格：文

化 共 情 (Cultural Empathy) 、 社 会 主 动 (Social 

Initiative)、情绪稳定(Emotional Stability)和开放心

态(Open Mindedness)。根据 Gelfand 等(2011)的研

究, 日本为典型紧文化、集体主义国家, 巴西为典

型松文化、集体主义国家。研究者发现, 受国家

水平上松−紧文化维度的调节 , 越具有社会主动

性人格特征的外派管理人员在巴西具有更高工作

满意度, 而越具有文化共情人格特征的外派管理

人员在日本具有更高工作满意度。 

以上研究表明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存在相

关和交互作用关系, 而另一些学者给出了不同结

果的研究。譬如, Löckenhoff 等(2014)认为, 以往

由自我报告、观察者评定的方法证明大五人格存

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 但是鲜有研究从感知到的

性别差异(perceived gender differences)角度去研

究。在他们的研究中, 26 个国家的 3,323 名受访者

对他们所在国典型男性或女性的大五人格特征 , 

以感知方式进行了测量, 感知到的性别人格差异

与社会规范(松−紧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研究

说明, 感知到的性别人格差异比基于文化的性别

角色差异具有更明显的效应。基于 60 项价值观与

人格特质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宜人性、开放

性与价值观高度相关, 外倾性、尽责性与价值观

存在一定相关, 而情绪稳定性与价值观没有显著

关系。研究者把松−紧文化维度作为跨文化维度调

节变量之一 , 没有发现松−紧文化维度在价值观

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Parks-Leduc, 

Feldman, & Bardi, 2014)。人格与角色身份结构模

型(personality and role identity structural model, 

PRISM)提出了从普遍特质(general traits)到角色

特质(role traits)的类似金字塔模型 , 并依此认为

松−紧文化、辩证主义、个体−集体主义跨文化维

度预测人格状况是非常有限的, 但融合了普遍特

质与角色特质的 PRISM 模型的预测效果却非常

好(Ching et al., 2013)。以上研究从感知性别差异、

价值观与人格关系、特质与情境关系等方面, 弱

化或否定了松−紧文化等文化维度对人格的影响。 

在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的关系上呈现出两

方不同的观点 , 一方认为松−紧文化与部分人格

特质存在关联, 并且在人格特质预测社会后效变

量(如工作满意度)时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另一方

认为松−紧文化等跨文化维度并不能显著预测人

格状况。由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间的差异, 目

前对于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间关系的议题尚存

在较大争议, 其背后则折射出了心理学中由来已

久的文化人格理论与特质人格理论之间的历史性

争论身影。 

3.3  松−紧文化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松−紧文化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心理健康议题, 

譬如 Embree (1950)认为相对于泰国, 日本文化更

容易让人神经紧张, 这是造成强迫性神经症的重

要因素之一, 佐证了为何治疗强迫症的森田疗法

会在日本兴盛起来。Embree (1950)认为紧文化容

易产生强迫症的观点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认同 , 

并认为松文化下会有更多抑郁症(Uz, 2015)。而

Gelfand (2012)关注松−紧文化下儿童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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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儿童心理痛苦在紧文化下更多表现为一种

内在问题(抑郁、焦虑、退缩等), 在松文化下心理

痛苦更多表现为一种外在问题(活动过度、不守纪

律、攻击等)。其中透露出紧文化下儿童更多表现

出内在问题范畴内的抑郁症状。因此, 有关松−紧

文化对抑郁症的影响上存在矛盾观点, 这有待进

一步检验。不过, 研究者都认可不同松−紧度文化

下存在神经症类型的不同, 并体现在情绪体验与

行为指标的差异上。 

Stankov (2013)认为在与松−紧文化类似的软

−硬文化(hardness vs. softness)下的亚洲国家和地

区, 如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青少年比欧洲

青少年抑郁得分更高, 生活满意度更低。就松−紧

文化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 也有来自不同研究者

的不同意见。Church 等(2013)认为自我决定理论

的三元素(自主、能力、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

跨文化的普遍性 , 松−紧文化对幸福感没有显著

影响。但 Harrington, Boski 和 Gelfand (2015)通过

8 个指标证明：在国家层面, 过松的文化或者过紧

的文化都不利于幸福感, 松紧适度的文化幸福感

最高。上述主要从国家层面考察幸福感与松−紧文

化的关系。Sortheix, Olakivi 和 Helkama (2013)调

查芬兰某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对生活事件(直接影

响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发现松−紧文化对价值观

和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最终生活

满意度会受到松−紧文化的影响。城市之间幸福感

的比较研究也说明紧文化的波士顿人, 与松文化

的旧金山人对幸福感的感受是不同的, 波士顿人

倾向于在以“守旧与守成”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中感

觉到更幸福, 而旧金山人倾向于在“求新与自由”

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中感觉到更幸福(Plaut et al., 

2012)。虽然也有研究不认可松−紧文化对幸福感

的影响, 但更多的研究说明人们的幸福感受到了

松−紧文化的显著影响 , 不过并不是单独的松文

化或者紧文化让人更幸福, 而是正如 Plaut 等人

(2012)的研究所透露的那样, 不同松−紧文化城市

能引起幸福感的外界刺激并非相同, 松文化或紧

文化要与其它文化特征匹配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3.4  松−紧文化与创新 

松−紧文化被引入创新研究领域 , 相应成果

对应着松−紧文化测量的三个层面(国家、区域和

个体), 并有学者在组织层面进行过理论探讨。(1) 

国家层面：有研究采用 68 个被调查国家的价值

观、信念的标准差确定各国的松−紧文化程度, 发

现创新意味着引入变化, 改变现状, 这为紧文化

特征(有序、可控、稳定)所不容, 因此紧文化社会

有碍于创新(Uz, 2015)。但紧文化国家针对创新的

大幅研发投入, 会起到积极明显的缓冲作用(Feng 

& Liu, 2016)。该研究通过纵向数据(1995~2010 年)

分析指出, 在一个尊重规范、权威和权力的社会

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驱动创新的体制工具受紧

文化影响更能有效激发国民的创意和创新。该研

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没有细致区分“质的创新”

与“量的创新”, 因为已有研究者认为在松紧程度

不同的国家文化中, 创新有着不同的表现：相对

于松文化国家, 紧文化国家在创新上更多是一种

量的增加(incremental innovation), 根本性的创新

要少 (radical innovation) (Gelfand et al., 2006; 

Muthukrishna & Henrich, 2016)。(2) 区域层面：

基于紧文化对行为的限制和更少的行为选择, 且

与开放性人格特质存在负相关, 理论上可以假设

紧文化与创造力创新存在负相关 (Harrington & 

Gelfand,2014)。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1963~2011 年

的数据表明, 紧文化州人均拥有发明专利数更少;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亦表明, 紧文化州人均拥有

的艺术家更少(如画家、插画师、作家等)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3) 组织层面：松文化下组织

在创新的频率和速度上会更快, 但紧文化下组织

的创新实施率会更高(Katz, Casey, & Aiman-Smith, 

2005)。Gelfand 等(2006)对于松−紧文化与组织层

面创新的关系问题也是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 

紧文化要求组织拥有更多的秩序、精确性, 以及

对变化的抗拒, 使得组织内部愈加可控和可预测, 

从而不利于创新; 而松文化要求组织更少的秩序

与凝聚, 以及对变化的宽容, 使得组织内部更少

的责任与惩罚 , 从而有利于创新。但另一方面 , 

Gelfand 等(2006)从个人观察经验出发, 又认为在

特定条件下紧文化也能促进创新。譬如, 日本在

持续学习氛围下, 权威与规则反而促进组织创新; 

新加坡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 虽然是紧文

化国家, 但也促进了组织创新。(4) 个体层面：为

了更好地理解松−紧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微妙关系, 

Chua, Roth 和 Lemoine (2015)通过网络众包平台

组织关于消费品牌的创新竞赛 , 发现在完成“外

国创造任务” (创造性解决有关外国品牌问题)时, 

来自紧文化的个体明显逊于来自松文化国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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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但是当紧文化的个体从事“本国创造任务” (创

造性解决本国品牌问题)或文化距离接近国(根据

Hofstede 的文化价值观维度确定国家之间的文化

距离, 譬如, 美国与中国文化距离为 4.61, 与印

度 1.87, 与英国为 0.43, 与美国为 0)的创造任务

时, 紧文化反而促进创新。对于来自紧文化国家

的个体而言, 创新活动既受紧文化影响, 又受到

两个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 , 笔者认为松−紧文化与创新

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即松文化有利于创新, 

紧文化有碍于创新, 也并非紧文化下容易实现量

的创新, 松文化下容易实现质的创新; 而是松、紧

文化下都可以有高质高量的创新。但紧文化的创

新领域范围会较松文化窄, 文化越紧创新领域范

围越窄。其原因可能在于, 紧文化成因之一是抵

御威胁, 一种文化越紧就会有越多的资源用于应

对威胁, 高质高量的创新成果多来自直接应对威

胁的领域, 但同时也限制了投入其它领域的创新

资源。 

3.5  松−紧文化与判断决策 

判断与决策是心理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松

−紧文化研究者主要围绕道德判断与决策以及职

业决策展开相关研究。Han 等(2014)采用脑认知神

经科学方法研究松−紧文化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的

影响。研究者选择了 16 名被试(8 名美国被试, 8

名韩国被试), 所有被试选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区 , 

但均出生于各自国家, 没有离开母国两年以上。

研究者采用 Gelfand 等(2011)的《松−紧量表》测

量了被试的松−紧文化感知水平 , 采用 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和 Gelfand (1995)的《自我建构

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测量被试的独立−互依

自我建构特征。韩国被试在松−紧文化得分上显著

比美国被试高, 韩国被试也比美国被试更趋向互

依自我, 但没有显著差异。韩国被试在个人道德

条件下, 社会直觉加工时的右侧壳核(right putamen) 

激活水平, 认知控制时的额上回激活水平, 都比

美国被试高; 在人际道德条件, 熟悉情境下的右

中央后沟激活水平, 也比美国被试高。当阈限降

低时, 美国被试在个人道德条件下冲突解决过程

时的双侧扣带回激活水平, 在人际道德条件中陌

生环境下简单认知分流(simple cognitive branching)

加工时的右内侧额回激活水平, 都显著比韩国被

试高。研究显示, 松−紧文化差异对道德决策过程

的影响, 可以在相关脑区的激活水平差异中得以

反映。松−紧文化对道德行为判断的影响不仅反馈

在脑区激活水平的强弱上 , 也体现在年龄差异

上。Jiang, Li 和 Hamamura (2015)从第 5 轮 WVS

数据中抽取了与 Gelfand 等(2011)研究重合的 20

个国家的 25142 名被调查者的道德争议行为判断

问题作答数据, 从毕生发展视角分析年龄差异对

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 发现无论松文化还是

紧文化中的老年人, 都比年轻人在道德判断上更

严厉。其中, 松文化下的老年人则比紧文化下的

老年人更加严厉, 而松文化下的青少年比紧文化

下的青少年, 面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时更宽容。

松−紧文化维度在年龄影响道德争议行为判断上

具有调节作用。 

在职业决策上, Guan 等(2015)基于中美大学

生的个体−集体主义、独立−互依自我, 以及职业决

策性格(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files)的实证研

究结果, 从理论上推测, 松文化下的个体文化导

向(譬如独立自我)更能预测职业决策行为, 而长

期生活在紧文化中, 则会增加职业决策的复杂性, 

使得个体投入更多的努力做出决策。在创业方面, 

有研究者提出了因果型决策(causal decision- making)

和效果型决策(effectual decision-making)1(Sarasvathy, 

2001)。de Wit (2013)采用内省报告法, 从比利时

和马来西亚中选取样本, 仅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

国家的被试更期待回报。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是

效果型决策与因果型决策的较佳预测变量, 而松

−紧文化维度也不是。而 Corral 和 Arturo (2015)

以荷兰 Twente 大学的学生为研究样本, 发现松−

紧文化维度既能预测效果型决策, 也能预测因果型

决策。 

3.6  在脑认知神经科学和基因方面的松−紧文化

研究 

紧文化在社会规范上长期的强势控制势必会

影响到个体心理, 乃至个体的脑认知神经机制。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 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程

度、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

和对惩罚的敏感有紧密联系(Knutson, Westdorp, 

                     

1 因果型决策, 选择特定的方式以达成效果, 即注重方式。

效果型决策 , 设想可能的效果而采用特定的方式 , 即效果

优先, 决策时首先考虑可承受的损失, 强调对未来的控制。

de Wit (2013)总共有 5 点对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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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 Hommer, 2000; Potts, George, Martin, & 

Barratt, 2006), 而紧文化强调严厉规范与惩罚 , 

因此有研究者推测很可能与此有关 (Gelfand, 

2012)。ERP 研究也证明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 

related negativity, FRN)与较高的惩罚敏感有关 , 

但与被试的学习表现、人格无关(Unger, Heintz, & 

Kray, 2012)。该研究虽然没有提及松−紧文化与反

馈相关负波之间的直接关系, 但在排除了学习表

现的认知能力因素以及个体人格因素后, 进一步

增加了紧文化(惩罚严厉)与反馈相关负波存在紧

密关系的潜在可能。上述研究还是通过松−紧文化

的代理指标“惩罚性”来推理松−紧文化与大脑神

经活动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展, Han 等(2014)在

控制了其它跨文化心理学维度之后 , 发现松−紧

文化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 可以反映在不

同脑区的激活水平差异上 , 从而提供了松−紧文

化与相关脑区存在关联的直接证据。松−紧文化研

究不仅在认知神经科学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还进

一步深入到基因层。Mrazek 等(2013)通过研究探

索了松−紧文化与基因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 , 生

态威胁易感性以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为中介

预测文化松紧性, 短臂基因通过文化松紧性预测

道德争议行为的合理性判断。研究揭示了社会行

为差异背后生态环境、基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

用, 开拓了松−紧文化研究的新层次, 进一步完善

了从宏观生态到微观基因的研究视野, 为后续研

究奠定了广阔基础。 

3.7  松−紧文化与恐怖主义、社会和谐 

在暴力冲突的跨文化研究中, 学界更多关注

个体−集体主义维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松−紧文

化维度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Triandis, 2013)。

Gelfand 等(2011)根据对 33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紧

文化与暴力有很高的关联。她与合作者利用“全球

恐怖主义数据库 ”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1970~2007 年间 80000 次恐怖袭击资料, 分析发

现宿命论兴盛、实施强力规范和惩罚严厉的社会

具有更高的恐怖主义事件爆发率(Gelfand, Lafree, 

Fahey, & Feinberg, 2013)。为了防范可能的恐怖主

义, 面对命运主义、紧文化和男女平权意识低的

社群 ,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应该有应对策略

(Gelfand et al., 2013)。松−紧文化视角不仅可以瞭

望国际上的恐怖主义问题, 而且还可以成为建设

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的文化工具。Tang (2013)通过

挖掘网络搜索引擎数据来度量社会风险 , 把松−

紧文化作为衡量社会风险的标准之一。和谐社会

离不开安全生产, 尤其是核电安全。中国十三五

计划部署了大规模的核电建设。有研究证明文化

是影响核电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 , 而松−紧文化

维度在有些社会中对核安全具有较大影响(Deetz, 

2014), 尤其是在核电企业安全管理环节中(Oedewald, 

Gotcheva, Viitanen, & Wahlström, 2015)。 

4  总结与前瞻 

松−紧文化围绕社会规范的松紧性这一独特

视角, 贯穿社会生态、历史、心理和行为、脑神

经、基因等宏观和微观因素, 不仅能从生态威胁、

基因等层面出发解释文化松紧性的成因, 亦可从

文化松紧性预测上述层面的许多特征, 具有历史

回溯性。其学理价值不仅限于跨文化心理学内部, 

对整个心理学乃至社会科学和科学都有一定意义, 

并且对中国的民族与区域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4.1  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对跨文化心理学而言 , 松−紧文化对社会规

范的聚焦, 努力打破价值观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

主导研究地位, 延展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广度

与深度。既往的跨文化心理学直接从个体内感知

去预测个体外在行动 , 而松−紧文化所采用主体

间性视角, 揭示了个体内与个体外的中间层——

个体间的存在(Chiu et al., 2010)。它为外在文化生

态因素如何影响内在心理因素开拓了新天地, 更

好地解释人在社会情境因素下所做出的非个人价

值观选择(Fischer, 2013; Shteynberg, Gelfand, & 

Kim, 2009; Wan, Chiu, Tam, Lee, Lau, & Peng, 2007; 

Yamagishi, Hashimoto, & Schug, 2008)。松−紧文化

增进了跨文化心理学分析框架对人类行为的预测

力, 使跨文化心理学诠释文化和心理间关系的能

力上升至一个新水平。 

对心理学而言 , 松−紧文化是对我们日常生

活情境中心理意识的外在投射。这束犀利光芒从

外在的松−紧文化现象和相应社会机制安排 , 烛

照到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和人们普遍共享的意识存

在。虽然, 有研究者认为文化情境下的个体意识

是复杂多变的(Oyserman, Sorensen, Reber, & Chen, 

2009)。这诚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共同的历史和生

态会造就人们普遍共享的一些规范、规则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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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每个人既有丰富多变的个体性的一面, 也

有共同影响下普遍共享意识的一面 , 而松−紧文

化研究恰恰高屋建瓴地从心理意识层面反映出不

同文化下共享意识的多与寡、一致性与多变性、

可控性与随意性(Boldt & Roberts, 1979)。松−紧文

化在主体间性上表现出的稳定性是我们开展心理

测量的前提, 基于自我报告的心理测量结果才具

有可信度。正是从基本的有效与可信测量基础出

发, 才让研究者具备了对心理学诸多主题, 譬如

自我、创新、心理健康、判断决策、合作等, 开

展深入的松−紧文化研究的可能。松−紧文化可对

人们共享的主体间心理意识进行反映, 使得诸多

心理学主题与松−紧文化相结合 , 成为一个个既

有可能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另外, 松−紧文化研

究所展现出来的跨层多水平测量特征 , 以及对

WVS、ESS 等多种大型调查数据或生态、历史数

据的利用, 促使我们再次思索心理学研究中数据

来源和方法的多样性问题, 而心理信息学所描述

的数据前景及相应技术革新, 为我们的这种展望

提供了可能(薛婷, 陈浩, 赖凯声, 董颖红, 乐国

安, 2015)。 

就社会科学而言 , 由于松−紧文化不仅关注

国与国之间的社会规范差异, 亦关注国家内部州

省间、组织间、社区间的社会规范差异。因此, 松

−紧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维度 , 也是一种理解社

会结构的角度(Boldt, 1978; Boldt & Roberts, 1979), 

继机械−有机社会、简单−复杂社会等维度之后 , 

社会科学又增添了新的社会结构诠释途径：松−

紧社会结构。松−紧文化也探究人们在公共场所和

私人场所的行为。因情境变换而不同的行为表现, 

诠释了社会结构理论之不足的互动过程, 为社会

结构的灵活性与僵固性、一致性与变化性、集中

动员性与分散离群性研究, 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和实证支撑。松−紧文化视角创造了一套描述世界

范围内社会规范强弱与惩罚力度的工具, 实证探

索了社会规范松紧现状的部分外在生态原因和内

在心理因应。松紧性不同的社会规范情境下, 个

体或组织的固有文化角色与所适应的社会规范的

关系也有所不同。当融入或被融入不同松−紧文化

结构中去时 , 可以从松−紧文化视角预测其在相

应社会结构下的行为模式。总之, 松−紧文化为社

会科学中的社会结构与角色间关系议题, 初步提

供了一套实证描述、解释和预测的框架体系。 

就科学而言 , 松−紧文化广泛涉及心理、文

化、生态环境、历史、政治、社会、脑认知神经、

基因等社会和自然科学范畴, 关照复杂社会生态

情境下的文化形态和人类心理的协同进化过程 , 

预期将对中国新兴科学研究领域“生态文明”产生

学术贡献。生态文明会对人类基因型或基因表型

造成影响, 反过来人类的基因型或基因表型也可

通过心理和行为、社会规范、文化规制而层层递

进转介这种影响。文化和进化的烙印深深刻入了

人类灵魂, 而人类亦在生存实践中用自由意志践

行印刻在灵魂上的烙印。 

4.2  中国的民族和区域文化松紧性差异研究 

由于实行平等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 中国各

民族保留了各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但学

界鲜有利用跨文化心理学维度透视国内少数民族

的研究。而松−紧文化研究滥觞于民族文化的人类

学考察, 民族心理学研究是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应

有之义(张积家, 2012)。就跨文化心理学而言, 这

样不仅可以检验松−紧文化是否适合解释中国各

民族间的文化心理差异性。而且, 其业已取得的

一些实证成果, 如松−紧文化与社会生态威胁之间

的紧密关系(Gelfand et al., 2011; Roos et al., 2015), 

可以为从目前民族文化状况逆推历史上该民族的

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状

况的研究提供佐证, 从而促进中国民族心理学的

发展。 

从城乡或省域角度出发, 开展中国区域心理

学研究, 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也是中国心理学

学科发展的需要(张海钟等, 2012)。松−紧文化研

究者已从美国的州域、城市角度初步奠定了区域

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中国学者曾根据南北方区域

划分角度, 研究中国文化内部的集体主义差异(马

欣然, 任孝鹏, 徐江, 2016)。为了更紧密结合中国

本土实际, 面向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我

们有必要更精细地开展城市文化心理学研究。

Plaut 等(2012)认为不同松紧程度的城市引起幸福

感受的外界刺激条件并不完全一样。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 , 这其中透露的不仅仅是松−紧文化与幸

福感的问题 , 而且反映出由于城市文化不一样 , 

同样的外界刺激其心理效果却可能大相径庭。这

可为国内的相关研究领域提供直接借鉴。譬如 , 

除了幸福感体验以外, 不同的经济鼓励政策针对

文化松紧性不同的区域或整体文化差异较大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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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人们的体验以及受激励的效用是否一致？又

如, 伴随急剧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社会产生大量

的失范行为, 尤其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下, 

频繁出现“先犯而范”式的“中国式过马路”似的集

体失范现象。乐国安(1994)曾提出解释越轨行为的

“聚合作用论”, 松−紧文化可考虑作为“聚合作用

论”中重要的外部文化因素之一, 针对“越轨行为”

等城市治理对象, 为指令性或描述性规范的选择

及其它相应社会规范的实施提供建议。 

4.3  松−紧文化研究的局限与有待发展之处 

始生之物, 其形必丑。松−紧文化研究刚刚兴

盛, 对于深刻的心理与行为跨文化研究命题的挖

掘尚且不够。跨文化心理学中存在各种不同取向

的测量方法, 主体间性取向的方法和工具还需要

进一步检验信效度。生态威胁、基因与松−紧文化

之间的协同进化观, 还承受着质疑和挑战。除此

之外 , 松−紧文化至少还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

续发展： 

第一, 松−紧文化视野内, 针对社会规范, 还

需进一步甄别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命

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 它们之间存在怎样

的差异以及为何如此(Eom & Kim, 2015; 韦庆旺, 

孙健敏, 2013)。 

第二, 虽然 Gelfand 等(2011)关注了全球性松

−紧文化差异 , 反映出人们在描述性规范上的跨

文化波动。但描述性规范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

响力到底有多大, 尤其是不同文化下的规范对心

理与行为的影响力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 对于人们的情境行为反应, 松−紧文化

研究者认为既往的价值观分析框架不能提供足够

的解释。但事实上, 人们除了受到感知到的规范

影响外, 阈下情境刺激(如线索启动)或非语言表

达(如表情、肢体动作)等等, 也都可能影响人们的

行为趋向。为了构建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松−紧

文化研究者仅仅关注描述性规范还是不够的。愈

加细化松−紧文化在同一单位(个体、组织、国家)

内部可能的不同侧面、不同程度的体现。譬如, 同

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间 , 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间 , 

同一个部门下不同的个体间的松−紧文化程度不

一; 即使是同一个体, 个体不同心理侧面的文化

松−紧性承载可能并不一致。这有助于发现同样的

松−紧文化氛围下单位的自主因素如何对接外部

的文化影响。同时, 这也是解决特质论与文化论

之间争论的一种可能的途径之一。 

第四, 站在长远发展角度上, 松−紧文化虽然

一定程度上在以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跨文化心理

学研究中有所突围, 但这并不是对价值观分析框

架的否定。从规范的松−紧文化视角关注价值观、

信念、知识、技巧的代际传递(Tam, 2015), 以及

规范、价值观等以外的跨文化心理领域(譬如社会

公理, Eom & Kim, 2015), 也是拓宽松−紧文化研

究视野, 迈向更坚实心理科学道路的重要方向。 

正如松−紧文化的集大成者 Gelfand (2012)所

言, “跨文化心理学是充满尝试与挫折的道路”。松

−紧文化研究在经历较长的历史酝酿和磨砺后 , 

将厚积薄发, 历久而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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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ht-loose culture: A new dimension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U Jun; CHEN Hao; YUE Guoan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ight-loose culture, a new dimens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the tolerance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diverse cultur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efinition of tight-loose culture, its underlying causes as well 

as measurement method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ight-loose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integrated into the research of self-consciousness,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and 

mental state.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judg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nnovation. Besides, 

tight-loos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that incorporates culture in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iology (gene) and national safety (social harmony and terrorism). Taking the merits of 

releva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to accoun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ight-loose culture) could orient the 

distinction of descriptive norms and injunctive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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